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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菲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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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日益频繁，成为打击跨国犯罪、
维护区域安全与法治秩序的重要支柱。中菲刑事司法协作不仅是双边关系发展的组成部分，也是“一带一路”倡议
法律保障体系的有机延伸，对促进区域法治互信、治理跨境犯罪具有积极意义。本文立足于中菲两国合作的现状，
从双边条约与国际公约出发，分析了引渡制度、刑事司法协助、联合执法与信息共享机制等的实践成效。在此基
础上，深入剖析了中菲刑事司法合作中面临的律制度与司法理念差异、政治因素的干扰与主权敏感性、实际操作
中的技术与程序障碍等多维挑战。为优化合作路径，文章提出强化合作的制度化与常态化建设、推动法律程序协
调与互认、加强执法能力建设与人员培训、拓展多边平台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等多个层面建议，以构建更加安全、
合作、共赢的区域法律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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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riminal justic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requent,
becoming an important pillar for combating transnational crime and maintaining regional security
and rule of law order. China-Philippines criminal justice cooperation is not only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but also an organic extension of the legal guarantee system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regional rule of law mutual
trust and governing cross-border crime.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actical results of the extradition system, criminal
judicial assistance, joint law enforcement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lateral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n this basis, it deeply analy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a-Philippines criminal justice cooperation, such as
differences in legal systems and judicial concepts, interference from political factors and sovereignty
sensitivity, and technical and procedural obstacles in actual operations.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path
of cooper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cooperation, promoting coordination and mutual recognition of legal procedures,
strengthening law enforcement capacity building and personnel training, and expanding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multilateral platform cooperation, so as to build a more secure, cooperative and win-win
regional leg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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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national crime governance.

引言
2013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核心内容，旨在通过跨区域合作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
利共赢与共同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带一路”已经从战略构想逐步演变为系统性的全球合
作平台，涉及 150 多个国家和 30 多个国际组织，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以及
法律制度协作等多个领域。

“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深远。从国际层面看，该倡议回应了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区域发
展不平衡、治理机制碎片化等深层次矛盾，推动构建更加包容、普惠的国际秩序；从国家层面看，
“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支撑与市场机遇，拓展了我国与相关国家的外交
与经济合作空间；从法治层面看，“一带一路”强调法治保障，要求沿线国家之间在法律制度、
规则适用、争端解决等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推动形成以合作为基础、以规则为纽带的新型国际
法治秩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其所涉及的合作内容日益多
样化，不再局限于经济与基础设施建设，而是逐渐延伸至公共安全、司法合作、跨国犯罪治理等
领域。在跨境投资、劳务输出、文化交流等活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刑事司法合作作为维护“一
带一路”合作稳定性与安全性的关键机制，正日益受到高度重视。如何通过司法协作机制提升治
理能力，有效打击跨国犯罪、保障投资安全、维护中外人员合法权益，已成为“一带一路”法治
建设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菲律宾作为东南亚重要国家，地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扼守西太平洋战略要
道，毗邻中国南海，是连接亚洲大陆与太平洋的重要枢纽国家。在地缘政治、海洋资源、区域治
理等多个维度上均具有独特地位。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菲律宾自 2016 年杜特尔特政府以来逐
步加深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关系，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开发、能源投资等方面
取得显著成效。进入新时期，菲律宾新一届政府在发展战略上继续强调区域融合与多边合作，使
得中菲关系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不仅是东盟十国之一，也是东盟与中
国自由贸易区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积极参与者，其政策倾向和合作立
场对“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区域的落地与推进具有重要示范与引领作用。与此同时，菲律宾也是
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治安问题突出的国家，长期面临毒品犯罪、恐怖主义、贩卖人口、腐
败等多重刑事安全挑战，亟需借助国际合作提升执法能力与司法效率。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菲两国在打击跨国犯罪、推进司法互助等方面逐步形成了
一定合作基础。尤其是在毒品走私、电信诈骗、非法移民等跨国性犯罪问题上，双方合作诉求强
烈，司法协作潜力巨大。然而，由于中菲两国在法律制度、执法体制、司法程序等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实际合作中仍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与操作性难题。如何在尊重彼此主权和法律制度差异的
基础上，构建更加高效、可持续、规范化的刑事司法合作机制，成为亟需理论探讨和制度设计的
重要课题。

1.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作为中国主导的重要国际合作战略，其法治建设及法律合作问

题逐渐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尤其在跨国犯罪治理和刑事司法协作层面，诸多学者围绕“引渡制度”
“刑事司法协助”“法律冲突协调”“国际执法合作”等关键词展开了多维度探讨。与此同时，伴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菲律宾之间经贸与人员往来日益频繁，相关研究也开始关注中菲之
间刑事司法合作的现实路径和制度构建问题。为了厘清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支点，有必要对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加以系统梳理与评述。

1.1.“一带一路”背景下法律合作与刑事司法协作研究概览
正从国内研究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法治保障问题是当前法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普

遍认为，法治合作是“一带一路”顺利推进的重要制度基础。张绍谦（2017）认为，法治不仅是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更是“一带一路”倡议得以深化的重要制度保障[1]。张乃根（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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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从国际法视角出发，提出应构建多边协作框架，推动沿线国家刑事司法协作机制的共建共享[2]。
此外，徐阳光（2020）等学者聚焦于区域安全治理，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中跨国犯罪防治与司
法合作机制滞后，亟需通过双边或多边机制予以补强[3]。

在刑事司法合作研究领域，焦点集中于引渡制度、刑事司法协助、公民权利保障与执法协同
机制。例如，赵秉志（2018）指出，引渡作为国家间刑事追诉与制裁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尚属发
展阶段，应在法律文本和操作机制上进行深化改革[4]。李勇（2016）在对中美、中加等司法合作
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在跨法系国家之间推动程序协调和法律互认机制建设，以降低合作摩擦
与冲突[5]。

具体到东南亚地区，陈卫东（2019）在《“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东南亚跨国犯罪治理》一文
中强调，东南亚是跨国毒品走私、人蛇集团、电信诈骗等犯罪的重灾区，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刑
事司法合作已成为中国对外法治合作的重要方向[6]。此外，张泽涛（2021）等人提出，可以通过
构建区域性执法合作机制（如中国－东盟警务协作平台）提升整体打击效率，进而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安全稳定提供制度支撑[7]。

然而，尽管关于“一带一路”法治合作与刑事司法协作的研究不断增长，但针对具体国家（尤
其是菲律宾）所进行的深入研究仍相对不足，研究大多停留在原则性建议或框架性构想层面，缺
乏对中菲司法制度差异、合作机制障碍与操作实务的深入剖析。此外，多数研究侧重于宏观的国
际法或安全治理层面，对于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司法理念差异、法律冲突、程序互斥等问题讨
论尚不充分，理论与实践结合度仍显薄弱。

1.2. 国外学术界对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研究现状
在国际学术领域，刑事司法合作作为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的重要课题，历来受到高度关注。

以联合国、欧盟、东盟等国际与区域组织为中心，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刑事司法协助、公约机制、
法治援助、跨国引渡等方面展开。经典文献如 M. Cherif Bassiouni 在其《International
Extradition and World Public Order》（1996）中系统分析了引渡制度的历史演变、法律架构
及其在不同法系国家之间的适用困境[8]。Heike Krieger（2012）则强调，刑事司法合作应当在
尊重国家主权与保障人权之间实现平衡[9]。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中的跨国犯罪活动日益增多，许多学者开始强调构建“跨制度信任
机制”，以解决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存在的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冲突问题。Paul Craig 和 Gráinne
de Búrca 等人指出，欧盟内引渡制度（如“欧洲逮捕令”）的运行虽然效率高，但对法治统一与
基本权利保障也提出更高要求[10]。这一研究对于处理中菲之间的法制差异与引渡冲突具有一定借
鉴意义。

此外，国际法学界对发展中国家之间（South-South Cooperation）的刑事司法合作研究逐
渐增多，认为传统的北-南法治合作模式存在结构性不对称，建议新兴国家应通过双边合作与区域
组织协调，形成具有本地适应性的合作模式。该理念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菲合作模式创新提
供了理论基础。

在菲律宾本国的研究中，主流法律学者较多关注本国宪法、人权保障、反恐机制等议题，对
于与中国等国家的司法合作讨论相对较少。部分研究者如 Raul C. Pangalangan（前国际刑事法
院法官）关注于菲律宾在国际刑事法律体系中的角色，但对于与中国的双边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缺
乏系统论述[11]。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菲之间学术对话机制仍有待健全。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一带一路”法治合作与国际刑事司法协作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
成果，尤其在引渡制度、公约机制、跨法系合作问题等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但从已
有文献中可以看出，关于中菲双边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的系统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将以“一带一路”
倡议为宏观背景，聚焦中国与菲律宾在刑事司法合作中的制度构建、合作路径与现实挑战，结合
制度比较与案例分析方法，尝试填补中菲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研究中的空白。通过本研究，期望能
为完善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法治合作模式提供可行性建议，也为我国拓展“一带一路”法治合作
经验与制度输出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2.中菲刑事司法合作的基础与实践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不仅涉及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也对相关国家之间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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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协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与菲律宾作为地缘接近、合作紧密的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不断拓展双边关系，刑事司法合作亦逐步成为双边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菲刑事司法合
作已初步建立起包括条约机制、实务协作、案件配合等在内的多层次合作体系，但在法律制度、
执行机制和现实操作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为进一步理解中菲合作的现实状态，有必要从法律基础、
合作机制及实践成效三个方面展开系统梳理与分析。

2.1.双边合作的基础

2.1.1.中菲刑事司法合作的条约与协议
中菲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主要以双边条约为基础。截至目前，双方已签署若干重要法律文件，

为刑事司法协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其中最为关键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
之间的引渡条约》（以下简称《引渡条约》）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共和国之间的刑事司
法协助条约》（以下简称《刑事司法协助协定》）。

2001 年签署的《引渡条约》为中菲双方追究跨境犯罪提供了法律框架，条约内容涵盖引渡
罪行的认定标准、双重犯罪原则、引渡程序、拒绝引渡的情形、临时逮捕等关键条款。该条约的
签订标志着中菲在打击严重跨国犯罪（如贪污、贩毒、人口贩运等）方面迈出了制度化合作的第
一步。

《刑事司法协助协定》于 2002 年签署，内容涵盖更为广泛的司法协助内容，包括提供证据、
文件传递、证人讯问协助、资产追缴、调查行动配合等。该协定旨在提升两国在跨国案件办理中
的效率与透明度，减少因程序差异而产生的合作障碍。条约特别强调了协助应遵循双方法律和国
际规范，不得违背基本法律原则，确保合作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

2.1.2.国际公约与区域性法律框架的适用情况
除双边条约外，中菲还共同参与多个国际和区域性刑事司法合作机制与公约框架。其中最具

代表性的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UNTOC）及其附属议定书。两国均已批准该公
约，并在打击人口贩运、移民走私、枪支走私等领域进行了多次合作。UNTOC 为中菲提供了包
括刑事司法协助、引渡、联合侦查、证人保护等在内的多边合作法律基础，成为双边合作的重要
补充框架。

在区域层面，东盟—中国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完善，尽管菲律宾与中国在法律传统和
制度架构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双方通过参与东盟警务合作平台（ASEANAPOL）与亚洲警察论坛
等机制，推动了执法层面的联动。2023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通过的《区域反跨国犯罪合作
共识》进一步规范了信息交换、案件移交和协同打击程序，增强了区域内合作的一致性与操作性。

2.2.中菲刑事司法合作实践

2.2.1.引渡制度的实践
在引渡制度的运行方面，中菲合作已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据中国司法部数据，自《引渡

条约》生效以来，中方提出的引渡请求数量逐年上升，涵盖经济犯罪、毒品犯罪和暴力犯罪等多
个领域。虽然菲律宾方面较为慎重，但也在个别案件中给予了积极回应。

例如，2019 年，中国通过外交和司法途径请求引渡一名涉案金额上亿元的金融诈骗嫌疑人。
菲律宾司法部在审查后批准临时羁押，并配合中国完成证据补强和身份确认，虽因其国内宪法对
本国公民引渡存在严格限制，最终未完成实际引渡，但此案展示了两国在引渡程序上的一定操作
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菲律宾宪法对引渡本国公民持较为保守态度，司法机关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
这成为限制引渡合作的一大制度障碍。此外，中菲在引渡罪名认定、时效制度和人权保障等方面
存在显著差异，直接影响引渡合作的顺利推进。

2.2.2.刑事司法协助的实践
刑事司法协助作为比引渡更为常见和灵活的合作形式，在中菲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国

司法机关通过外交和司法协作渠道，在证据移交、资产冻结与追缴、传唤证人、协助讯问等方面
建立了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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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针对 2021 年一宗涉及菲律宾籍嫌疑人参与的跨国网络赌博案件，中国公安机关通过
协助条约请求菲律宾移交相关银行转账记录和通信信息。菲律宾方面依据本国“打击网络犯罪法”
和“数据隐私法”进行初审，并在保证隐私权前提下依法提供部分资料，推动了案件顺利起诉。

在资产追缴方面，双方也已探索部分合作形式。例如，对于涉及中国境内贪腐嫌疑人将非法
所得转移至菲律宾的案件，中国司法部门曾请求菲律宾法院配合查封涉案财产。虽然此类操作在
实际执行中受限于菲律宾国内法和资产保护制度，但已为未来深度合作积累经验。

2.2.3. 联合执法与信息共享机制的实践
除正式司法协助外，中菲还尝试建立更高效的执法协作机制。2017 年起，两国警方在打击毒

品犯罪、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跨国犯罪领域展开多次联合执法行动。2022 年，中菲联合侦破
一起跨境电信诈骗集团，成功抓获嫌疑人 58 人，查获非法设备数百件，该案成为两国信息共享
与联合行动的典型案例。

信息共享方面，虽然尚未建立正式的跨境数据互通平台，但两国执法机关已通过外交、驻外
警务联络、INTERPOL 渠道等方式实现初步的信息对接。在部分敏感案件中，双方亦有通过中
介组织如东盟打击跨国犯罪中心进行情报交流。

3.中菲刑事司法合作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与菲律宾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已开展一定程度的刑事司法合作，但实际成效

仍受到多重因素的掣肘。从制度基础、政治环境到技术操作，均存在难以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
不仅制约了合作效率，也反映出中菲之间在法律理念、国家利益、执法能力等方面的根本差异。
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必须正视并深入分析这些挑
战。

3.1.法律制度与司法理念差异

3.1.1.法系差异造成合作基础认知不一致
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其刑事司法体系强调成文法主导、法院职能有限、检警一体化程度

较高。菲律宾则是典型的混合法系国家，其法律体系融合了西班牙法系的民法传统与美国普通法
体系的核心特征，尤其在司法审判制度、证据规则与人权保障方面深受美式普通法影响。

这种法系差异导致两国在司法合作的基础性理念上就存在分歧。例如，中国更注重国家主导
下的执法效率与打击犯罪的集中性，而菲律宾则倾向于司法独立、程序正义与个体权利的最大化
保护。这种理念分歧直接影响引渡、刑事司法协助等合作的推进路径与操作标准。

3.1.2.刑事程序体系的制度冲突
中菲在刑事程序制度上的差异尤为显著。中国的刑事程序由《刑事诉讼法》统一规定，办案

程序强调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阶段的顺序性与行政效率；而菲律宾实行审前程序较多，重视
庭审中心主义与公开辩论原则，对证据的收集与提交有极为严格的程序要求。

例如，中国可通过检察机关主导下发取证请求，而菲律宾则必须由法院或具有司法授权的机
构签发国际司法协助函；中国在特定情况下允许书证、电子数据等间接证据作为定案依据，而菲
律宾法院往往对电子数据、翻译件、录音资料等持较高门槛要求，导致部分证据不被采纳。这些
制度冲突在实务中形成了对中方提交材料“格式不符”“标准不一致”的常见拒绝理由。

3.1.3.引渡门槛与人权保障观念的差异
在引渡合作中，菲律宾依据《引渡法》（Extradition Law）规定，凡是涉及本国公民、政治

犯罪、可能遭受酷刑或死刑的案件，一律不得引渡。而中国的引渡制度虽然也设有部分人权保障
条款，但更多地将其视为国家间司法互助的重要工具，强调犯罪打击优先。

例如，中国在多起跨国毒品、诈骗案件中请求引渡主犯，菲律宾法院则以“人权保护可能无
法保障”为由驳回申请。菲律宾对“酷刑风险”“死刑可能”“不公平审判”等问题的高度敏感，
实际上形成了对中方司法制度在一定程度的“价值判断”。这种制度性不信任，严重影响了中菲
之间的司法互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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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法律语言与法律术语的不兼容
中菲司法文件多以英文与中文传递，翻译中的语言偏差亦成为合作障碍。部分法律术语如“证

据保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在中菲语境中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导致司法协助中出现解释分
歧，甚至直接影响案件事实认定。例如，中国司法机关出具的“刑事立案决定书”被菲律宾方面
误解为“行政处罚决定”，延误合作时效。因此，法律语言的准确互通及术语对接机制的缺失，
进一步加剧了制度障碍带来的合作困境。

3.2.实际操作中的技术与程序障碍

3.2.1.文书送达与程序认证的繁琐性
刑事司法合作中的文书送达和认证程序是基础性工作，但中菲两国在此方面差异巨大。例如，

中国对外文书送达通常由外交部或驻外使馆负责，但菲律宾法院往往要求文书必须经其本国大使
馆认证，并需附有菲律宾本国司法机关授权的翻译与盖章文件。这样一来，程序繁琐、送达周期
延长，严重制约案件效率。此外，中国送达方式强调部门职能对接，而菲律宾则倾向于当事人参
与和律师代理，导致程序衔接困难，经常发生送达文件“无人接收”“地址不符”等问题，影响
合作连贯性[12]。

3.2.2.证据标准不统一与认证障碍
中菲司法体系对证据的合法性、形式、采信规则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可接受检察院主导侦查

取证并出具证据材料，但菲律宾法院多要求由中立机构采证或陪审团质证，强调“排他性证据规
则”和“无合理怀疑”标准。在司法协助中，中方所提供的证据常因“程序不当”“来源不明”
而被菲律宾拒绝接纳。此外，证据认证程序亦复杂，菲律宾司法系统要求提交的每一份证据必须
有公证、领事认证，且附有详尽的翻译说明。这些程序不仅耗时耗力，且涉及多级审批，严重影
响办案进度。

3.2.3.信息传递机制滞后与缺乏技术平台支撑
中菲之间尚未建立成熟的信息共享平台或在线司法协助系统，大部分合作仍依赖传统外交照

会、纸质文书、邮件传输等形式，信息传递滞后明显。以电子数据交换为例，两国未实现标准互
认与网络通道对接，导致案件材料需要层层扫描、翻译、核对，效率极低。此外，菲律宾部分司
法机关的信息系统建设相对落后，案件数据库、证据管理平台尚未全国统一，跨部门协调困难，
严重制约了中菲之间高效、及时的合作能力。

4.优化中菲刑事司法合作机制的路径建议
在“一带一路”倡议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中菲之间的刑事司法合作已成为推动区域安全治理

与法治互信的重要支点。尽管当前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依旧存在诸如法律制度与司法理念差
异、政治因素的干扰与主权敏感性、实际操作中的技术与程序障碍等问题。要进一步提升合作水
平，构建更加高效、稳定、可持续的司法协作体系，必须从强化合作的制度化与常态化建设、推
动法律程序协调与互认、加强执法能力建设与人员培训、拓展多边平台合作的广度与深度等多个
层面入手，推动中菲刑事司法合作走向制度化、专业化、现代化与国际化。

4.1.强化合作的制度化与常态化建设

4.1.1.完善双边条约体系
要提升中菲刑事司法合作的法律基础，首要之举是进一步完善双边司法合作的条约体系。目

前中菲已经签署了《中菲引渡条约》《中菲刑事司法协助协定》等重要文件，但这些条约多为框
架性协议，缺乏操作细节与实施配套制度，尚未覆盖一些新型犯罪和技术领域。未来应在现有框
架基础上补充细化合作协议，如制定《电子证据移交与共享协议》《跨国追逃追赃操作指引》等
专业性较强的子协议，明确合作方式、证据标准、信息通道与责任机制。通过双边协商，形成统
一、可执行、具备法律效力的协议文本，为合作提供制度保障。此外，建议定期对现行条约进行
回顾与评估，设立条约修订机制，确保其与司法实践相适应，具备应对新型跨国犯罪挑战的能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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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建立常设的司法协商与沟通机制
司法协作不同于普通外交事务，需要长期、细致且高频次的技术性对接。目前中菲之间司法

协作多依赖外交渠道进行交涉，存在反馈迟缓、层级冗余、专业对口不足等问题。应当设立常设
的中菲刑事司法合作联络机制，例如设立“双边司法协作委员会”，由两国司法部、最高检察机
关、外交部、执法机构等组成常态化对话平台，定期会谈、即时通报、协同研判重大案件。该机
制可承担沟通重大案件协作、统筹法律文本起草、协调跨部门协作难题、制定年度合作计划等职
责，并探索设立热线、专属信箱、涉案人员数据库、案件追踪平台等配套机制，使合作从“临时
响应型”走向“制度性运行型” [14]。

4.2.推动法律程序协调与互认

4.2.1.探索程序性文件的标准化与电子化
中菲刑事司法合作过程中的程序文件，如引渡申请书、证据目录、身份确认材料、立案决定

书、翻译文件等，常常因格式不统一、内容不完整、认证方式差异而影响合作效率。应推动建立
统一的程序性文书模板，并就必要文件的格式、语言、认证方式、提交流程等达成一致意见。同
时，借助数字技术推进文书传输电子化，建立安全加密的双边司法协作信息平台，实现申请、审
批、反馈全过程的数字化、无纸化操作，从而缩短合作周期，提高案件处理效率。可借鉴“中欧
电子司法协作平台”“联合国电子证据数据传输协议”等国际经验，为中菲合作设立跨国司法文
书电子传输机制奠定基础[15]。

4.2.2.动证据采信与判决互认制度
证据标准不一是制约中菲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瓶颈。中国的证据采信制度强调书证和调查材

料的合法性，而菲律宾更强调“证据的审查程序完整性”与“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应在相互
尊重法律主权的前提下，推动证据采信标准的协调。中菲可通过双边司法技术会议，协商制定《跨
国证据标准对照指引》《中菲证据采信共识备忘录》，明确特定类别证据（如电子数据、笔录、证
人证词）在境外的采集程序和效力认证规则[16]。同时，推动有条件的判决互认机制，尤其是在毒
品走私、人口贩运、诈骗集团等重大案件中建立“异地判决有效”“共通执行机制”，以增强司法
合作的约束力和实效性。

4.3.加强执法能力建设与人员培训

4.3.1.开展联合培训与执法演练
司法合作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案人员的专业素养与跨文化沟通能力。中菲可依托双

方司法学院、警官学院、国家检察培训中心等机构设立合作培训基地，定期组织联合培训项目，
内容包括国际刑法、证据管理、跨国追逃、国际人权保障、翻译与取证实务等。同时，应开展模
拟执法演练，如设定“跨国追逃抓捕演练”“引渡协作模拟审判”等专项实训项目，提高执法部
门之间的协同反应能力。在合作重点区域（如港口城市、国际机场、边境口岸）建立联合执法小
组，提升合作执行力。

4.3.2.建立技术支持与语言服务机制
由于中菲法律体系、执法文化和语言环境存在显著差异，司法合作中常因翻译失误、术语不

符、文化障碍而出现沟通障碍。为此，应在两国合作平台下建立专业语言支持机制，配备熟悉双
方法律术语与程序规则的译员团队，形成《中菲法律术语对照词库》与双语文书模板库，降低理
解偏差的风险。同时，建议发展“法律解释顾问团”，由两国退休法官、检察官、律师组成，提
供跨制度法律协助咨询服务，以增强合作中对复杂问题的判断力与处理能力。

4.4.拓展多边平台合作的广度与深度

4.4.1.以“一带一路”法律合作平台为依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已牵头建立了多个国际法律合作平台，如“一带一路法律

合作研究中心”“亚洲法律协作机制论坛”“上海合作组织法律合作机制”等，为跨国刑事司法合
作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依托。中菲应积极参与并推动“一带一路”法律合作平台建设，将中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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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纳入更大区域框架之中。通过机制化平台，整合区域内法律资源，实现信息共享、标准协调、
人员流动等目标，提升整体区域治理能力。同时，利用平台开展第三方中立协调机制，在争议频
发领域如引渡拒绝、主权争议中引入“协调—调解—仲裁”机制，以增强合作的可持续性与稳定
性。

4.4.2.推动地区性跨国犯罪治理框架的构建
中菲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应共同倡议建立区域性跨国犯罪治理框架，借鉴《联合国打

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东盟打击人口贩运计划》等多边经验，设立“亚太跨国犯罪协作小组”，
专责毒品、恐怖主义、非法移民、网络诈骗等领域的情报交换、案件通报、技术对接。特别是在
跨国电信诈骗、暗网毒品交易、洗钱犯罪等新型领域，中菲可联合推动建立地区风险预警系统、
快速反应机制与大数据协同平台，提升区域应对跨国犯罪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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